
从
“
中本西末

”
到

“
中体西用

”

丫

戚 其 章

本文认为
,

长期以来
,

人们 习惯于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这 一概念来概括中国 19 世纪 60 一

9 0 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 同论点
,

同时又断言
“

中体西用
”
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

。

实际上
,

除顽固派之外
,

当时的洋务派
、

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

的认识迥然不 同
,

而且不 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
。

在 1 8 9 5 年 以前
,

各派别较多使

用
“

中本西末
” ,

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
。

最早使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这一概念的是

早期维新派
,

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
,

这 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
。

19 世纪末关于

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
,

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 同发展阶段和趋向
。

到

90 年代
,

两种
“

中体西用
”
论并存

,

但是
,

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 主张用西学
“

补救
”

中

学
,

而维新派则坚持
“

会通
”

中学和 西学
。

作者戚其章
.

1 9 2 5年生
,

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研究员
。
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还是
“

中本西末
”
?

论及体用问题或本末问题
,

不能不从道器论谈起
。

“
器

”

与
“

道
”

这对概念
,

属于哲学的范畴
。 “
器

”

与
“

道
”

的关系问题
,

是中国

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
。

《易
·

系辞 》 : “

形而上者谓之道
,

形而下者谓之器
。 ” “

器
”

是

有形的具体事物
,

故 《易
·

系辞 》 又称
: “
以制器者尚其象

” 。 “

道
”

与
“

器
”
既是相对

的
,

又是相互联系的
。

王夫之 《周易外传 》 说得好
: “

无其器则无其道
。 ”

就是说
,

有
“

器
”

才能有
“

道
” ; “

器
”

是第一性的
, “

道
”

是第二性的
。 “

道
”

是无形的
,

是事物的

道理或规律
。

《易
·

说卦 》 有云
: “

是以立天之道 曰阴与阳
,

之道日仁与义
。 ”

阴阳
、

柔刚
、

仁义等无形的东西
,

皆归为

立地之道日柔与刚
,

立人

“

道
” 。

如何认识
“

“

道
”

的关系
,

是 区别古代哲学不同阵营的基本标志
。

“

道
”

的关系问题
,

成为思想家们经常辩论的哲学命题
。

所以
,

宋代以降
, “

器
”

与

器
”

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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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“

中本 西末
”

到
“
中体西月

”

鸦片战后
,

由于西学东渐
,

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
。

特

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
,

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

前
:

用道器论的观点看
,

中学与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?

多少年来
,

论者习惯于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这一概念来概括 19 世纪 60 一 9 0 年代关于

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论点
,

同时又断言
“

中体西用
”

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
。

这似乎已

成为定论了
。

事实上
,

除顽固派之外
,

这一时期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识的概括不仅不

一样
,

而且不同派别的认识也迥然有别
。

因此
,

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
来说明表现出不同阶

段
、

不同派别和不同趋向的思想潮流是否恰如其分呢 ? 详查有关资料
,

从 18 6 1 年到

18 9 4 年的三十余年间
,

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
,

曾有过
“

中本

西辅
” 、 “

中本西末
” 、 “

中体西用
” 、 “

中道西器
” 、 “

中道西艺
”

等等不同提法
。

但是
,

在

大多数情况下
,

他们是用
“

本
” “

末
”

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
。

不仅
“

中

道西器
” 、 “

中道西艺
”
的提法只是偶尔出现

, “

中
.

体西用
”

的提法的出现也不过寥寥数

次
,

居于主流地位的是
“

中本西 末
”

论
,

而且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这一提法只是在 1 8 9 5 年

维新思潮兴起后才开始流行
。

论者或谓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思想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魏源

。

因为魏源明确地提出了

“

师夷长技以制夷
”

的思想
,

其
“

师夷长技
”

便是
“

西学为用
”

的最初表述形式
。

并认

为
,

林则徐虽然没有发表什么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言论
,

但他的实际行动以
“

西学
”

中的

物质文明弥补了
“

中学
”

之不足
。

如此等等
,

皆未免失之牵强
。

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

徐
,

都没有提到过西学
。

他们那时对西方
“

长技
”

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
、

浅层次的
。

不错
,

林则徐说过
: “

查洋面水战
,

系英夷长技… … 应另制坚厚战船
,

以资制胜
。 ” ① 他

不仅提出了
“

师夷长技
”

的思想
,

而且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初步地将
“

师夷长

技
”

思想付诸实践
。

魏源则把这一思想完整地表述了出来
。

但是
,

林则徐也好
,

魏源

也好
,

都没有把西方的
“

长技
”

视 为西学
,

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

度
,

更谈不上用道器论或体用观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了
。

“

西学
”

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
,

是在 1 8 6 1 年
。

冯桂芬有 《采西学议 》 一文
,

谓

中国所译意大利
、

英吉利两国之书
,

凡数十种
, “

如算学
、

重学
、

视学
、

光学
、

化学等
,

皆得格物至理
;
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随塞

、

风土物产
” 。

提出学 习西学的顺序和 内容是
:

“

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… …今欲采西学
,

自不可不学算
。 ” “

由是而历算之术
,

而格致之

理
,

而制器尚象之法
。

兼综条贯
,

轮船
、

火器之外
,

正非一端
。

如历法
,

从古无数十

年不变之理
,

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
,

承用已逾百年
,

渐多差武
;
甲辰修改

,

墨守西

人旧法
,

进退其数不足为据
,

必求所以正之
。

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
,

与天行密合
,

是

可资以授时
。

又如河工
,

前造百龙搜沙之器
,

以无效而辍
。

闻西人海港刷沙
,

其法甚

① 《林则徐书简 》
,

第 1 73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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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
,

是可资以行水
。

又如农具
、

织具
,

百用所需多用机轮
,

用力少而成功多
,

是可资

治生
。

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
,

皆是
。 ”

这就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坚船利炮以外的自

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
。

他不仅首次对西学做了明确的界说
,

而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

的关系
,

认为国人须
“

以经
、

史等学兼习算学
” ,

因为
“

西学不外算学
,

舍算学无西学

也
” 。

就是说
,

学习应以中国的经
、

史等学为主
,

兼习西学
。

他还用两句著名的话来表

述这一思想
: “
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

,

辅以诸国富强之术
”
①

。

一般判定冯桂芬是近

代第一位早期维新派
,

实则他
“

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

双重过渡人物
”

②
。

冯桂芬的
“

中本西辅
”

说
,

便成为尔后洋务派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之滥

筋
。

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
“

自强
”
口号时

,

总是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
。

1 8 6 2

年
,

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
: “

欲求自强之道
,

总以修政事
、

求贤才为急务
,

以学作炸炮
、

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
,

但使彼以所长
,

我皆有之
,

顺则报德有其具
,

逆则报怨亦有其

具
。 ”
③ 即以

“

修政事
,

求贤才
”

为本
,

以
“

学作炸炮
、

学造轮舟
”

为末
。

曾国藩尽管

没有明确地提出
“

中本西末
”

问题
,

但他是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
,

却是

没有问题的
。

左宗棠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论述
。

1 8 6 6 年
,

他奏称
: “

均是人也
,

聪

明睿知相近者性
,

而所习不能无殊
。

中国之睿知运于虚
,

外国之聪明寄于实
。

中国以

义理为本
,

艺事为末
;
外国以艺事为重

,

义理为轻
。

彼此各是其是
,

两相不逾
,

姑置

弗论可耳
。

谓执艺事者舍其精
,

讲义理者必遗其粗
,

不可也
。

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

先可也
;
谓我之长不如外国

,

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
。

此事理之较著者也
。 ” ④ 他指出

,

中

学与西学
,

二者径渭分明
。

西学崇实重艺
, “

有迹可寻
,

有数可推
” ,

是为
“

末
” ; 而中

学以运虚尊道
,

重义理
,

是为
“

本
”
⑤

。

左宗棠运用道器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

关系
,

其
“

中本西末
”
思想较之曾国藩又进了一步

。

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做过较多的论述
。

1 8 6 4 年
,

他致函总理衙门称
:

、
“

中国文武制度
,

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
,

独次器万不能及
。

… … 中国欲 自强
,

则莫如学

习外国利器
” ;
欲学习外国利器

,

则莫如觅制器之器
。

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
。

欲觅制

器之器与制器之人
,

则或专设一科取士
;
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鸽

,

则业可成
,

艺

可精
,

而才亦可集
。 ”
⑥ 他在这里谈学习西学的办法及如何培养西学人才

,

也是将中学

① 冯桂芬
:

《校郊庐抗议 》 卷下
,

第 67 一 69 页
。

② 拙著 《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》
,

第 301 一 302 页
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 》
,

日记二
,

同治元年五月初七 日
。

④ 《海防档 》 ( 乙 )
,

福州船厂 (一 )
,

第 7一 8 页
。

⑤ 左宗棠
: 《重刻 <海国图志 ) 叙 》

。

⑥ 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》 卷二五
,

第 9
、

10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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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“

中本西末
”

到
“

中体西 用
”

的
“

明理
”
和西学的

“

精艺
”
加以区分

,

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
“

师其法
” ,

以维护
“

事

事远出于西人之上
”

的
“

中国文武制度
”

这个根本
。

翌年
,

他在 《置办外国铁厂机器

折 》 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
: “

中国文物制度
,

迥异外洋 l秦l王之俗
,

所以邪治保邦固

王基于勿坏者
,

固自有在
。

必谓转危为安
、

转弱为强之道
,

全由于仿习机器
,

臣亦不

存此方隅之 见
。

顾经国之略
,

有全体
,

有偏端
,

有本有末
,

如病方巫
,

不得不治标
,

非

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
。 ”

① 认为
“

中国文物制度
”

不可动摇
,

是本
; 而西学不能说

就是
“

转危为安
、

转弱为强之道
” ,

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
,

是末
。

后来
,

李鸿章又在 《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 》 中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称
: “

中学

西学分别教导
,

将来出洋后肄 习西学
,

仍兼讲中学
,

课以 《孝经 》
、

小学
、

五经及国朝

律例等书
,

随资高下
,

循序渐进
。

每遇房
、

虚
、

晶
、

星等 日
,

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
,

宣

讲圣谕广训
,

示以尊君亲上之义
,

庶不至囿于异学
。 ” ② 视西学为

“

异学
” ,

即以中学为

“

正学
” ,

这也是
“

中本西末
”

的另一 种表述方式
。

到 7 0 年代中期
“

海防议
”

发生时
.

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又成为讨论者的热门话题
。

洋务派官员一般都继续坚持
“

中本西末
”
的观点

。

如李宗羲在赞同总理衙 门所奏练兵
、

简器
、

造船
、

筹晌
、

用人
、

持久各条的同时
,

指出
: “

原奏六条
,

以用人
、

持久两条为

前四条之要领
,

由末溯本
,

用意至为深远
” 。

练兵
“

尤须练艺
” , “

参用西法
” ,

简器
、

造

船
“

只能就洋匠成法
,

依样仿造
” ,

筹晌则或开矿以
“

致富
” 、 “

自强
” ,

皆属于西学
,

为

末
,

列于前
; “

持久之道在于得人
” , “

帝心简在
,

任用 自有权衡
” , “

故用人一条
,

尤为

万事之根本
” ,

列于后
。

此即
“

由末溯本
” 。

这里虽是议论海防问题
,

但又不能不涉及

中学与西学的关系
,

故出此
“

由末溯本
”

之论
,

以强调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
。

王

文韶与李宗羲具有同见
,

但说得更为明确
: “

天下事有本有末… … 就六事而言
,

练兵
、

简器
、

造船
、

筹晌
,

其末也
; 用人

、

持久
,

其本也
” ③

。

据以上所述
,

不难看出
,

从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一般洋务派官员
,

都是主张

“

中本西末
”
论的

。 “

中本西末
”
成为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基本准则

。

因此
,

完全可以这样认为
,

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
,

而不是
“

中体西用
”
论

。

笼统地说
“

中体西用
”
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

,

既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
,

又有许多难

以圆通之处
。

早期维新派的
“

中本西末
”
论

一般地说
,

早期维新派也是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者
。

但是
,

早期维新派的
“

中本西

① 《李文忠公全集 》
,

奏稿卷九
,

第 3 5 页
。

② 《李文忠公全集 》
,

奏稿卷
1

九
,

第 9 贞
。

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《洋务运动 》 ( 一 、
,一

第 6少
一
72

、

81 页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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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
”

论与洋务派的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相较
,

二者既有相同之处
,

也有相异之点
。

这是应

该注意分辨的
。

在早期维新派中
,

郭篙煮
、

薛福成
、

王韬
、

郑观应等都论述过
“

中本西末
”
问题

。

郭篙煮在条议海防事宜时
,

即对
“

中本西末
”

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明
。

首先
,

他

用变易的观点来考察
“

本
”

与
“

末
”

的关系
,

称
: “

时之应有常有变
,

而功之施有本有

末
。

时处乎变
,

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
,

而本有不暇顾矣
;
时际乎常

,

则审

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
,

而末有不足言矣
。

天下之患
,

在吏治不修
,

纪纲废弛
,

民

气郁塞
,

盗贼横行
,

岂为海上强敌莫之能支 ? 一方告饥而 已虞束手
,

一夫称乱而相顾

哗然
。

窃以为方今之急
,

无时无地不宜 自强
,

而行之必有其本
,

施之必有其方
。

本者

何 ? 正朝廷以正百官
,

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
,

则本立矣
。

方者何 ? 求富与强之所在而

导民以从之
,

因民之利而为之制
,

斯利国之方也
。 ”

其次
,

申明本末之序
,

称
: “

夫政

教之及人
,

本也
;
防边

,

末也
。

而边防一事
,

又有其本末存焉
。

敬绎六条之议
,

如练

兵
、

制器
、

造船
、

理财数者
,

皆末也
; 至言其本

,

则用人而已矣
二 `

…故求人才
,

尤以

挽回积习为先
。 ”

复次
,

强调本末不能分割
,

而应循西洋之法 以求日进于富强
,

称
:

“

西洋立国有本有末
,

其本在朝廷政教
,

其末在商贾
、

造船
、

制器相辅以益其强
,

又末

中之一节也
。

故欲先通商贾之气
,

以立循用西法之基
,

所谓其本未逞而始务其末者
。 ”
①

郭篙煮的本末观确有其独到之处
。

他认为
,

本末一体
,

不能截然分开
,

西洋立国也是

有本有末
,

其本在朝廷政教
,

其末在商贾
、

造船
、

制器等
,

不是仅仅有末而已
。

薛福成的本末观也有其特点
。

1 8 7 2年
,

他在送陈兰彬带幼童赴美留学时写有赠言
:

“

中国所长
,

则在秉礼守义
,

三纲五常
,

犁然周教
,

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矣
。

为今之计
,

莫若勤修政教
,

而辅之以 自强之术
。

其要在夺彼所长
,

益吾之短
,

并审彼所短
,
用吾

之长
。

中国之变
,

庶几稍有廖乎?
”
② 中国之所长在

“

秉礼守义
,

三纲五常
” ,

这当然是

本
;
西方之所长在

“

自强之术
” ,

以此为辅
,

这当然是末
。

那么
, “

政教
”

是本还是末

呢 ? 恐怕没有以
“

政教
”

为末之理
。

既以
“

政教
”

为本
,

而提出要
“

勤修
” ,

这就话里

有话了
。

几年后
,

薛福成在一封答友人书中便说明了为什么要
“

勤修政教
”

的原因
。

他

写道
: “

乌乎 ! 中国不图自强
,

何以善其后 ? 夫今日
.

中国之政事
,

非成例不能行也
,

人

才非资格不能进也
。

士大夫方敝敝焉为无益之学
,

以耗其日力
,

所习非所用
,

所用非

所习
,

一闻非常之议
,

则群骇以为狂
,

拘挛粉饰
,

靡有所届
。

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
,

其

决机趋事
,

如鹜之发
。

如是而外国日强
,

中国日弱
,

非偶然也
。 ”
③ 通过中西政教的对

比
,

他认识到
,

中国之 日趋衰弱
,

不仅在末的方面不如外国
,

更重要的是在本的方面

常

① 《洋务运动》 (一 )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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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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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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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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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“

中本西末
”

到
“

中体西 康
”

也不如外国
,

所以提出非
“

勤修政教
”
不可

。

这就直接涉及一个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

题
: “

本
”

能不能变 ? 在薛福成看来
,

不仅
“

末
”

可以变
, “

本
”

也是可以变的
,

起码

“

本
”

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变的
,

而且非变不可
。

在当时发表这样的观点
,

是洋务派无法

望其项背的
。

尤为可贵的是
,

他长期坚持这一观点而不变
,

直到 1 8 9 0 年还重申道
:

“

居今世而图立国之本
,

虽伊
、

吕复出
,

管
、

葛复生
,

谓可勿致意于枪之灵
、

炮之猛
、

舰之精
、

台之坚
,

吾不信也
。

若夫修内政
,

厚民生
,

溶财源
,

励人才
,

则又筹此数者

之本原也
。 ” ① 进一步强调

“

修内政
” ,

认为这才是立国的本中之本
。

王韬是一位重要的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者
。

其基本观点是
:

本末并行
,

由本及末
。

他

说
: “
治天下者

,

当立其本
,

而不徒整顿其末
。 ”
②

“
盖洋务之要

,

首在借法 自强
,

非由

练兵士
、

整边防
、

讲火器
、

制舟舰以竭其长
,

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
。

顾此其

外焉者也
,

所谓末也
。

至 内焉者
,

仍当我中国之政治
,

所谓本也
。

其大者亦惟是肃官

常
、

端士习
、

厚风俗
、

正人心而已
。

两者并行
,

固已纲举而 目张
。

而无如今日所谓末

者徒袭其皮毛
,

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
。 ”

指出
: “

由本以治末
,

洋务之纲领也
。

欲

明洋务必 自此始
。 ” ③ 其结论是

: “

治末必以本始
。 ”
④ 王韬认为

,

本是事物的内因
,

所

谓
“

内焉者
” ;
末是事物的外因

,

所谓
“

外焉者
” 。

因此
,

治国固然要本末兼行
,

但必

须
“

由本以治末
” 、 “

治末必以本始
” 。

王韬的这种本末观
,

是根据他的道器论推衍而来
。

他在为郑观应 《盛世危言 》 一

书所写的跋中指出
: “

诚使孔子生于今 日
,

其于西国舟车
、

枪炮
、

机器之制
,

亦必有所

取焉
。

器则取诸西国
,

道则备 自当躬
。

盖万世而不变者
,

孔子之道也
。

孔子之道
,

儒

道也
,

亦人道也
。

道不 自孔子始
,

而道赖孔子以明
。 ” ⑤ 但是

,

道与器
,

二者又不可不

分轩侄
。

他认为
,

轮船
、

火器
、

机器等等
, “

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
,

华人亦 自必竭其心

思材力
,

以专注乎此
。

虽然
,

此皆器也
,

而非道也
,

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
。 ”
⑥ 因

为
“

形而上者
,

中国也
,

以道胜
;
形而下者

,

西人也
,

以器胜
。

如徒颂西人
,

而贬 己

所守
,

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
。 ”
⑦那么

,

究竟如何办理呢 ? 回答是
: “

西学西法非不可用
,

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而 已
。

《书 》 有之曰
:

民惟邦本
,

本固邦宁
。

故治民
,

本也
;
仿效

西法
,

其末也
。

西国以所以讲强兵富国者
,

率以尚器为先
。

惟是用器者人也
,

有器而

① 《海外文编 》 卷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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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人
,

器亦虚设耳
。 ”
① 他从以

“

治民
”

为本论到人与器的关系
,

确实是相当精辟的
。

从

而认识到
,

本与末的关系
,

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
。

这样
,

他自然会得出
“

由本以

治末
” 、 “

治末必以本始
”

的结论了
。

王韬的高明之处
,

还在于他并不死守
“

治末必以本始
”

这个结论
。

他似乎看出了

本和末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
。

故称
: “

道不能即通
,

则假器以通之
。

火轮
、

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
。 ”
② 就是说

,

在
“

道不能即通
”

的条件下
,

就应该

“

假器以通
” ,

治末就要先于治本了
。

继郭篙煮
、

薛福成
、

王韬之后
,

郑观应成为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的主要代表人物
。

他

也主张
: “

中学
,

其本也
;
西学

,

其末也
。

主以中学
,

辅以西学
。 ”

但值得注意的是
,

他

专门写了一篇 《道器 》
,

用道器论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
。

他说
: “

孔氏云
:

`

物有本末
,

事有始终
。

知所先后
,

则近道矣
。 ’

既曰物有本末
,

岂不以道为之本
,

器

为之末乎 ? 又曰事有始终
,

岂不以道开其始
,

而器成其终乎 ?’’ 道为本
,

开其始
。

故其
“

致中和
,

天地位焉
,

万物育焉
。

此中国自伏羲
、

神农
、

黄帝
、

尧
、

舜
、

禹
、

汤
、

文
、

武以来
,

列圣相传之达道
,

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
” 。

器为末
,

成其终
。

固又指

出
: “

道弥纶宇宙
,

涵盖古今
,

成人成物
,

生天生地
,

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 !
”

那么
,

中西差在哪里呢 ? 基于以上论述
,

他认为
: “

盖我务其本
,

彼逐其末
; `

我晰其精
,

彼得其粗
;
我穷事物之理

,

彼研万物之质… …于是我堕于虚
,

彼征诸实
。 ”

在这里
,

他

看到了中国的弊病是
“

堕于虚
” ,

西洋的长处是
“

征诸实
” 。

但是
,

他认为
,

道与器
,

本

与末
,

虚与实
,

既是对立的
,

又是统一的
。

即所谓
“

虚中有实
,

实者道也
;
实中有虚

,

虚者器也
。

合之则本末兼赅
,

分之乃放卷无具
。 ”
③ 了解了道与器

、

本与末
、

虚与实的

对立统一关系
,

才能正确理解
“

实者道也
” 、 “

虚者器也
”
二语的确切含义

。

对此
,

陈

炽在为 《盛世危言 》所写的序中用
“

道之中有器焉
” 、 “

器存而道亦寓焉
”
④ 二语以概括

乙 可谓得郑观应道器论和本末观之精髓了
。

{
郑观应还认为

,

道与器
、

本与末既是对立统厂的
,

就可以相互转化
·

所以
,

道与

器也好
,

本与末也好
,

也就是约与博的关系
。

他指出
: “

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?

夫博者何 ? 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
,

如一切汽学
、

光学 、 化学
、

数学
、

重学
、

夭学
、

地

学
、

电学
,

尚皆不能无依据
,

器者是也
。

约者何? 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
,

通天人之

故
,

道者是也
。

今西人由外而归中
,

正所谓由博返约
,

五方俱入中土
,

斯即同轨
、

同

竺竖燮竺梦
“

,

宁
实备

,

~
“

,

“ 与理 ”
。

” 计数

娜
,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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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“

中本西 末
”

到
“

中体 西用
”

分歧之教必寝衰
,

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
;
象数之学必研精

,

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
,

直

可操券而 卜之矣
。 ”
此以由博返约为例

,

阐述由器返道
、

由末返本之理
。

正基于此
,

他

在 《考试 》 中提出了
“

以西学化为中学
”

的大胆设想
: “
西法各种

,

西 人藉以富强
,

已

收实效
,

皆有程式
,

我步趋其后
,

较易见功
。

由西文译作中文
,

以西学化为中学
,

不

及十年
,

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
。 ” ① 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看

,

郑观

应的
“

中本西末
”

思想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
。

由上述可知
,

早期维新派虽然和洋务派一样
,

都是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者
,

但是他们

的观点却有着重要的差异
:

第一
,

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事物
,

中学

是本
,

西学是末
,

所以本末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主要和非主要的关系
;
早期维新派则

主张本末一体
,

事物各有其本末
,

西洋立国亦有本有末
,

并非仅仅有末而 已
。

第二
,

洋

务派用静止的眼光来看本和末
,

强调中国的政教远出西人之上
,

本是永远不能变的
;
早

期维新派则认为
,

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末的方面
,

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本的方面
,

本

不但应该变
,

而且非变不可
。

第三
,

洋务派把本和末视为主与辅的关系
,

末为辅
,

只

是外加的附属物
;
早期维新派则认 为

,

本与末是对立统一的
,

本寓于末
,

有末就有本
,

故可以末化为本
。

明乎此
,

再来看
“

中体西用
”
问题便比较容易清楚了

。

“

中体西用
”

思想的最早提出

我们说
“

中体西用
”
不是洋务运刊的指导思想

,

并不等于说洋务运动时期还没有
“

中体西用
”
思想

。

恰恰相反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思想的出现和洋务运动的发生

,

几乎是同

步的
。

不过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思想的提 出者

,

不是洋务派
,

而是早期维新派
。

体与用和本与末
,

是两对相对的概念
,

皆是由道与器派生的
。

什么是体 ? 《玉篇
·

骨部 》 : “

体
,

形体也
。 ” 《易

·

系辞上 》 : “

故神无方而易无体
。 ”
注曰

: “

方体者
,

皆系

于形器
。 ”

又 曰
: “

体是形质之称
。 ”
所以

,

体指有形体的器物
。

什么是用 ? 范填 《神灭

论 》 : “

形者神之质
,

神者形之用
。 ”
王应麟 《困学纪闻》 : “

用之者何 ? 体也
。 ”
王夫之

《周易外传
·

大有 》 : “

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
。 ”
所以

,

用决定于体
,

是体的外部表现

或功能
。

所谓
“

见于外者为用
,

具于内者为体
”
也

。

早期维新派本是本末一体者论
,

提

出
“

中体西用
”
思想也就很自然了

。

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
思想是洋务派淮军大将张树声最早明确提出

的
。

这指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于 1 8 8 4 年所上的遗折
,

内称
: “

西人立国具有本末
,

虽

礼乐教化远逊中华
,

然其驯致富强
,

亦具有体用
。

育才于学堂
,

论政于议院
,

君民一

体
,

上下同心
,

务实而戒虚
,

谋定而后动
,

此其体也
。

轮船
、

火炮
、

洋枪
、

水雷
、

铁

① 《郑观应集 》 上册
,

第 2 4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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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、

电线
,

此其用也
。

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
,

无论竭撅步趋
,

常不相及
。

就令铁舰成

行
,

铁路四达
,

果足恃软 ? ”
① 张树声作为一位洋务派的封疆大吏

,

在遗折中指出西洋

立国具有体用
,

并非有用而无体
,

并对
“

一

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
”

的做法表示怀疑
,

确

实是不同寻常的
。

不过
,

对于洋务派来说
,

这是仅有的一个特例
。

而且
,

张树声的体用观
,

有极大

的可能是得自郑观应
。

郑观应于 1 8 8 4 年 3 月奉调到广东
,

曾受张树声委派
, “

赴香港

与英兵总理论提炮事
” 。

此后与张树声有所往来
。

查郑观应的 《南游 日记 》
,

在是年写

道
: “

余平 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
,

体用兼备
。

育才于书院
,

论政于议院
,

君民一体
,

上

下同心
,

此其体 ; 练兵
、

制器械
、

铁路
、

电线等事
,

此其用
。

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
,

所

以事多扦格
,

难臻富强
。 ”
② 郑观应 日记与张树声遗折相较

,

不仅内容相类
,

而且许多

用语竟然相同
,

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
。

众所周知
,

郑观应喜欢向上司条陈时事
,

是

否他先已将日记的意思写成条陈了呢 ?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
,

郑观应的这则日记写于闰

五月十九 日
,

而张树声则于同年
“
九月卒于黄埔军中

”
③

。

显而易见
,

张树声遗折所述

的体用思想
,

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
。

如果仔细考察的话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思想的最早提出

,

还要上溯 20 年
。

早在 1 86 5 年
,

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
,

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
,

写道
: “

防之之策
,

有体有用
。

言其体
,

则必修政刑
,

厚风俗
,

植贤才
,

变旧法
,

祛积弊
,

养民练兵
,

通商惠工
,

律

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
,

彼自俯首帖耳
,

阁敢恃叫嗽之战态以鳌我中国
;
言其用

,

则筹

之不可不预也
。

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
,

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
。

西人所恃
,

其

长有二
:

一则火器猛利也
; 一则轮船飞驶也… …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… …若是

,

则彼

之所长
,

我皆夺而用之矣
。 ”
④ 他将政刑

、

法制
、

风俗
、

育才等列为体
,

火器
、

轮船等

列为用
。

同时
,

还别具见解
,

将练兵
、

通商等也列为体
。

可见
,

在他看来
,

体和用并

不能截然分开
,

体中也是有用的
。

这就涉及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
。

在中国近代
,

开

始用朴素的辩证体用观来说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
,

大概薛福成可谓第一人
。

早期维新派体用观的主要特点
,

是看出了体用的相辅相成关系
。

王韬认为
: “

西学

西法
,

非不可用
,

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
”
⑤

,

强调
“

明体达用
,

本末兼赅
”
⑥

。

陈炽也

① 《郑观应集》 上册
,

第 234 页
。

按
:

此引文与 《张达靖公奏议 》 卷八第 33 页所载略有出入
。

② 《郑观应集》 上册
,

第 967 页
。

③ 吴汝纶
:

《张靖达公神道碑 》
,

《清代碑传全集》
,

第 943 页
。

④ 《庸庵文录外编 》 卷三
,

.

第 22 页
。

③ 《嫂园文录外编 》
,

第 297 页
。

⑥ 《戊戌变法 》 (一 )
,

第 13 7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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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“

中本西 末
”

到
`

中体西 用
”

说
:“

道与器别
,

体与用殊
”

① ; “

兼攻西学
,

体用兼备
”
②

。

郑观应指出
: “

有体必有

用
”

。 `’

欲与之争强
.

非徒在枪炮战舰也
,

强在学中国之学
,

而又学其所学也
。 ”
③ 他认

为
,

体是本
,

用是末
。

并批评洋务派是
“

逐末而忘本
” 。

还根据自己涉重洋的亲身经历
,

“

察其习尚
,

访其政教
.

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 由
” ,

确
“
知其治乱之源

,

富强之本
,

不尽在船坚炮利
,

而在议院上下同心
,

教养得法
” 。

所以
, “

用
”

变
, “

体
”
也得变

,

不

变是不行的
。

他质问洋务派说
: “

所谓变易者
,

圣之权也
。

无体何以立
,

无用何以行 ?

无经何以安常
,

无权何以应变 ? ”

① 应该说
,

洋务派也是变易论者
,

但他们只是半截子

变易论者
,

主张末变本不变
.

即
“

用
”

变
“

体
”
不变

。

这样
,

郑观应的批评确实击中

了洋务派理论的弱点和要害
。

于此可见
.

“

中体西用
”

思想虽在洋务思潮早期便提 出来了
,

但与洋务派根本无涉
,

是薛福成最先提 出来的
。

到 8 0年代
,

它又为其他早期维新派所论证和进一步发挥
。

尽

管如此
,

迄于 1 8 9 4 年
,

提及
“

中体西 用
”

者仍然为数不多
,

它始终未能取代
“

中本西

末
” ,

成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性 口号
。

戊戌维新时期的两种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

直到 1 8 9 5 年维新思潮兴起之后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
才逐渐成 为流行的口号了
。

在此后

的几年内
, “

中体西用
”

似乎成了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普遍原则
。

到戊戌维新时期
,

更

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
,

好像是当时朝廷上下都一致把
“

中体西用
”

作为变法的指导思

想了
。

事实上
,

l司题远非这样简单
。

应该看到
,

从皇帝到 内外臣工
,

尽管都在力倡
“

中

体西用
” ,

但其着眼点并不相同
。

大体说来
,

当时主要有两种人
,

一种是维新派人士
,

一种是洋务派人士
,

他们对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
。

洋务运动作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
,

应该说到 18 9 5 年便让位于维新运动了
。

而洋务

派人士还是广泛存在的
,

他们曾用
“

中本西末
”

论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
,

如今却

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论来对付维新运动了

。

不过
,

洋务派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与先前的
“

中

本西末
”

论相 比
,

更具有理论色彩
。

洋务派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论着眼于

“

补救
”
二字

,

即

用西学
“

补救
”

中学之缺失
。

孙家鼎为京师大学堂所拟
“

立学宗 旨
” ,

便开宗明义地指

出
: “

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
,

应以中学为主
,

西学为辅
;
中学为体

,

西学为用
。

中学

① 《庸书
·

外篇
·

审机 》
。

② 《庸书
·

内篇
·

学校 》

厉 《郑观应集 乏 仁册
,

第 别斗
、

对 6 万

还
飞 《 (盛世危

卜

言
、
自序从 代郑观应焦 卒 工

’
!牙

,

第 23 3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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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未备者
,

以西学补之
;
中学其失传者

,

以西学还之
。

以中学包罗西学
,

不能以西学

凌驾中学
,

此是立学宗旨
。 ”
① 所以

,

洋务派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可称之为
“

补救
”

论
。

维新派则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来指导维新运动
,

着眼于
“

会通
”
二字

,

即中学与西

学的
“

会通
” ,

故其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可称之为
“

会通
”

论
。

起初
,

是郑观应最先提出了

中学与西学
“

会通
”

的初步设想
。

他说了两句著名的话
: “

融会中西之学
,

贯通中西之

理
。 ”
② 到戊戌维新时期

,

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大力宣传
, “

会通
”

论一时盛行起来
。

先是在 1 8 9 6年 9 月
,

梁启超在 《时务报 》 上发表 《学校总论 》 一文
,

即提出了

“

达于中外之故
”

的要求
。

10 月
,

发表 《西学书 目表后序 》 ,

又明确指出
: “
要之

,

舍西

学而言中学者
,

其中学必为无用
;
舍中学而言西学者

,

其西学必为无本
。

无用无本
,

皆

不足以治天下
。 ”

次年 8 月
,

发表 《学校余论 》 一文
,

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
: “

自古

未有不通他国之学
,

而能通本国之学者
; 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

,

而能通他国之学者
。 ”

为学者应
“

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
,

深知其意
” 。 “

故今 日储人才
,

必以通习六经经

世之义
,

历代掌故之迹
,

知其所以然之故
,

而参合之于西政
,

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
。 ”
③

他在这里所说
“

达于中外之故
” 、

中学与西学
“

参合
” ,

以及反对
“

无用无本
” ,

都有要

求
“

会通
”

之意
。

与此同时
,

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 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 》 ,

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

中学与西学
“

会通
”

的思想
。

他自称
: “
乃略取 日本学规

,

参以本国情形
,

草定规则八

十余条
。 ”
④ 即指此而言

。

他在 《总论 》 中先提出
“

会通
”

的原则
: “

采西人之意
,

行中

国之法
;
采西人之法

,

行中国之意
。 ”
继在 《章程 》 第二章 《学堂功课例 》 中写道

:

“

近年各省所设学堂
,

虽名为中西兼习
,

实则有西而无中
,

且有西文而无西学
,

盖由两

者之学未能贯通… …考东西各国
,

无论何等学校
,

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

学者
,

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
。

中国学人之大弊
,

治中学者则绝 口

不言西学
,

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
。

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
,

徒互相垢病
,

若水火不

相入也
。

夫中学体也
,

西学用也
,

二者相需
,

缺一不可
。

体用不备
,

安能成才 ?
”

梁启

超虽也以
“

中体西用
”

为是
,

但主张中学与西学
“

贯通
”

和
“

能合
” 。

所以
,

他强调
“

力矫流弊
” ,

并坚持
“

中西并重
,

观其会通
,

无得偏废
”
⑤ 的教学方针

。

在此以前
,

由康有为授意
,

梁启超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所草拟之 《奏请经济

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 》 ,

也发挥了同样的见解
: “
臣窃维中国人

才衰弱之由
,

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
。

故由科举出身者
,

于西学辄无所闻知
,
由

① 《戊戌变法 》 (二 )
,

第 4 26 页
。

② 《郑观应集》 上册
,

第 285 页
。

③ 《饮冰室文集》 之一
,

第 19
、

1 2 9
、

61 一63 页
。

④ 《戊戌变法 》 (二 )
,

第 29 页
。

⑤ 《戊戌变法 》 (四 )
,

第 4 84
、

488 一 4 89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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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“

中本西末
”
到

“

中体 西 用
”

学堂出身者
,

于中学亦茫然不解
。

夫中学体也
,

西学用也
。

无体不立
,

无用不行
,

二

者相需
,

缺一不可
。

今世之学者
,

非偏于此即偏于彼
,

徒相水火
,

难成通才
。

推原其

故
,

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… …泯中西之界
,

化新旧之门户
,

庶体用并举
,

人多

通 才
。 ” ① 此折上于 1 8 9 8 年 6 月 30 日

。

《康南海 自编年谱 》 记云
: “

令卓如 (梁启超 ) 草

一折
,

交宋芝栋 (伯鲁 ) 上之
,

奉 旨允行
。

于是 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
。 ” ② 于此

可 知
,

此折虽 由梁启超起草
,

然系康有为授意
,

反映了康有为的观点
。

梁启超起草

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 》 是在此折之后
,

亦可见中西两学
“

会通
”

是康
、

梁二人共同的

见解
。

维新派主张中西两学
“

会通
” ,

其主要 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

一条通行的途径
。

康有为在 《请告夭祖誓群臣 以变法定国是折 》 中便透露了这种意思
:

“

知时变之宜民
,

观会通而行礼
,

审得失成败之故
,

决维新更始之谋
。 ”

中西两学的

“

会通
” ,

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
“

会通
” 。

他多次上折建议
“

上师尧
、

舜
、

三代
,

外

采东西强国
,

立行宪法
” , “

上继尧
、

舜
,

轶驾欧
、

日
”
③

,

都反映了维新派主张中西政

教
“
会通

”

的思想
。

因此
,

可以这样说
,

维新派是以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会通

”
论作为

推行维新的指导原则的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当戊戌维新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
,

洋务派的后期健将张之洞也就

“

中体西用
”
问题发表了 自己的见解

,

撰写了著名的 《劝学篇 》
,

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

了重大的影响
。

张之洞将其书分为内外篇
, “

内篇务本
,

以正人心 ;
外篇务通

,

以开风

气
” 。

他对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解释是
: “

中学为内学
,

西学为外学
;
中学治身心

,

西学应

世事
。 ”
又称

: ’

新旧兼学… … 旧学为体
,

新学 为用
,

不使偏废
。 ” ① 在他看来

,

中西政教

判然有别
,

不能相通
。

对于中国来说
,

只能
“

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闽者用之
,

西政之可

以起吾疾者取之
”

⑤
。

可见
,

张之洞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
,

事实上只是前期洋务派
“

中本

西末
”

论的翻版
,

并未摆脱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
补救
”

论的案臼
。

不仅如此
,

《劝学篇 》 还是一篇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
。

张之洞以 《弟子记 》 的

名 目追述 《劝学篇 》 的写作目的说
: “

自乙未后
,

外患 日哑
,

而士大夫顽固日深
。

戊戌

春
,

金壬伺隙
,

邪说遂张
,

乃作 《劝学篇 》 上
、

下卷以辟之
。 ”
⑥ 所谓

“

金壬
” ,

指的就

是康有为等维新派
。

张之洞似乎在两个方面作战
,

既反对封建顽固派
,

又反对资产阶

级维新派
,

但他的主要矛头所向还是后者
。

他借 《劝学篇 》 攻击维新派的言论主要表

① 《康有为政论集》 上册
,

第 294 一 29 5 页
。

② 《戊戌变法 》 ( 四 )
,

第 1 48 页
。

③ 《康有为政论集 》 上册
,

第 256 一 2 5 7
、

3 3 9
、

3 42 页
。

④ 《张文襄公全集》 卷二 O 三
,

第 48
、

9 页
。

⑤ 《张文襄公全集》 卷二 O 二
,

第 2 7 页
。

⑥ 《张文襄公全集 》 卷二二八
.

第 14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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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三个方面
:

其一
,

宣称
“

三纲
”

为
“
五伦之要

,

百行之原
,

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
,

圣人所以为圣人
,

中国所以为中国
,

实在于此
” 。

指责维新派
“
于泰西政治

、

学术
、

风

俗之善者惜然不知
,

知亦不学
,

独援其秋政敝俗
,

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… …有公然

创废三纲之议者
,

其意欲举世放态默乱而后快
,

休心骇耳无过于斯 ! ”

其二
,

攻击维新

派所宣传的民权论
: “

倡为民权之议
,

以求合群而自振
。

磋乎 王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? 民

权之说
,

无一益而有百害… …使民权之说一倡
,

愚民必喜
,

乱民必作
,

纪纲不行
,

大

乱四起
。 ”
① 其三

,

针对维新派倡导变法之举
,

提出了一条变与不变的原则
: “

夫不可变

者
,

伦纪也
,

非法制也
; 圣道也

,

非器械也
; 心术也

,

非工艺也
。 ” “

若守此不失
,

虽

孔
、

孟复生
,

岂有议变法之非者? ”
② 就是说

,

他所要求的变法是必须格守洋务派的变

法原则
。

显而易见
,

他是用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
补救
”
论来对抗维新派的

。

由上述可知
,

在戊戌维新期间
,

曾经提出过两种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
:

一是以维新派

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
,

即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
会通
”

论
; 一是以洋务

派后期健将张之洞为代表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论
,

即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补救

”

论
。

维新派

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
会通
”

论
,

是作为指导维新变法的原则
;
洋务派的

、
“

中体西用
”

的
“
补救

”

论
,

则是用来对付和抵制维新变法的
。

论者不察
,

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
,

故在

评价上或减或否
,

众说纷纭
。

只有弄清了戊戌维新期间有两种性质不同的
“

中体西

用
”

论
,

才能对它们分别地做出恰当的评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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